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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大遗址名录中80%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以秦始皇

陵大遗址区为案例地，探寻资本逻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① 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产

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已开发遗存点距

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投入产生了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② 村庄生产方式调整是大遗址区社

会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在文物保护的框架下，由于旅游开发的正外部性促进资本

流动影响到村庄生产方式调整，进而影响社会关系转变的过程。③ 政府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的引导控制是

外部影响因素。大遗址的文物脆弱性决定了展示利用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强干预性，村庄生产方式转变可能产

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进一步导致了村庄生产方式调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

是一个动态演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与村庄社区合理介入才能保障大遗址区乡村合理发展

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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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

荣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一系列文件提出建设文物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实

现大遗址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在保护基础上逐步

加强大遗址对外开放，将文物保护与考古遗址公

园、景区、博物馆、城市公园等展示利用方式相结

合，实现大遗址与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

2018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

报告》显示，2014—2016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

资金收入59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专项资金15亿元，

经营性收入与其他收入达44亿元，大遗址展示利用

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明显促进作用。但空间

强势资本投入引发遗址区居民社会生产方式转变

产生经济回报的同时，由于资本的不平衡投入又引

发了大遗址区非均衡发展与社会空间异质性。大

遗址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文物保护制度的多方面

制约，也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的差异。在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具有占

地广、价值高、易损坏特征的遗址资源，对其展示利

用涉及深刻的利益分配与调整。中国大遗址名录

中的 150 处大遗址有 120 多处位于城郊或郊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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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审视，既是业界

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

关键所在。

国内外学者对大遗址展示利用影响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居民生活质量与生计 [3-5]、居民记忆与感

知 [6-7]、经济复兴与旅游收益[8-9]、利用模式与发展政

策[10-11]等方面。这些研究在分析尺度上呈现二元化

特征：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对大遗址区的空间、土地、

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溯源，通常将土地与文

物保护制度冲突[12-13]、城乡二元壁垒[14]、补偿策略失

衡[15-16]、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17-18]等因素归结为大

遗址地区社会问题的症结；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文

保部门、城建部门以及本地居民、外来经营户等行

动主体均参与到大遗址区空间生产实践中，因此在

微观研究中，一些学者基于博弈论[19]、社会抗逆力[20]

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中利益相关者参与结构关系进

行了广泛探讨。这些研究为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空

间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但这些宏观性的政策与

制度分析掩盖了大遗址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遗址

区内部差异性及居民在乡村生产方式转变中的主

观能动作用；微观层面对大遗址区“共时性”的分析

又难以全面揭示大遗址区社会发展“历时性”规律，

并且其传统社会学解释难以从空间维度对大遗址

区空间差异与不平衡发展进行有力回应。因此，当

前对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社会影响研究，难以将空

间上的不均衡现象与时间上的社会变迁成因相整

合，使得大遗址区“社会—空间”辩证规律仍然是知

识的黑箱。

关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变迁的“历时性”规律，

可以从空间生产理论对乡村生产方式转变的阐释

中寻求支撑[21]。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一部分学者从

“时间—空间”辩证角度出发，围绕“空间转换的过

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

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乡村

空间的建构过程 [22]。另一部分学者秉持马克思主

义地理学开放性、批判性思想，从制度、文化等角度

入手建立博弈框架，分析乡村权力空间再生产过程

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竞合机制[23-24]。哈维的资本循环

理论作为空间生产的延伸理论，既从劳动空间分工

和时空压缩视角揭示“空间不均衡”的“共时性”差

异，也能够从资本增殖驱动角度揭示社会发展“历

时性”规律。已有学者尝试从资本循环视角解析乡

村社会转型，认为资本投入在产业间流转、空间上

转移的本质是化解资本积累过剩产生的危机，并产

生乡村社会变迁与不均衡发展[25-26]。由此可知，资

本循环理论既有助于解决传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

研究中“社会—空间”相互割裂的问题，也能够将大

遗址区社会发展与空间不均衡纳入同一框架进行

讨论。

本文基于资本三次循环理论对中国大遗址区

乡村发展路径进行梳理，深入探讨大遗址区村庄空

间功能演替过程中的资本增殖逻辑，进一步将文物

保护的制度性框架纳入资本不平衡投入与村庄社

会分工差异化相互影响关系中，探究大遗址区乡村

不均衡发展成因，并将宏观政策与微观实际紧密结

合，以期为当前大遗址区村庄合理发展模式探索及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1 理论引介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引介

由于大遗址具有文物脆弱性、不可移动性、区

域性特征[27]，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是由政府

制定文物保护框架，资本在文物保护框架内自由流

动产生的结果，也体现出大遗址区社会发展的特殊

性。一方面，由于大遗址具有文物脆弱性，大遗址

景区、博物馆、遗址公园等项目开发完全由政府主

导把控，并涉及征地、安置、拆迁等行为，导致居民

丧失土地生产资料，产生失地农民，权力主导下的

建设体现绝对剥夺特征；另一方面，对于景区、博物

馆等周边大遗址乡村地区，政府对保护区、建控地

带、环境协调区内村庄采取差异化管控，如对建筑

体量、高度、容积率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招商

引资等划定红线，即在红线范围内允许资本向大遗

址区乡村自由流动，对于不同地区村庄差异化的管

控导致资本不平衡流动，进而导致“不平衡地理发

展”，体现相对剥夺特性。可以认为在大遗址保护

利用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相互作用是导致社会不

均衡发展的主要成因，需要更加宏观综合的视角进

行分析探讨(图1)。

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空间生产理论逐渐

成为认识各种社会空间问题和打破学科界限、整合

知识体系的一个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空间与社

会相互建构，资本、权力、社会运动与空间环境建构

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空间辩证法。空间的生产就

是空间被资本、权力开发和改造的全过程，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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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的重组与再生产过程 [28]。资本为获取最

大限度的增殖而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部门或选择最

适宜的增长方式，行业间、区域间的回报率的差异

是资本流动的根本动因，不平等交换、不平衡发展

是利润产生和空间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26,29]。资本

需要在空间“落脚”才能运作与增殖，资本积累过程

将不平衡发展引入空间维度。陈建华[30]的研究指

出，哈维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生产存在三次资本循

环，第一次循环中资本进行生产性投入，空间作为

生产载体产生价值与剩余价值。资本过度积累并

产生剩余劳动力后，资本将投入消费环境的建设，

为生产、交换、消费提供便利并化解危机[31-32]，是第

二次资本循环阶段。第三次循环中资本投入文化

与社会服务，提升劳动力素质与劳动生产率，如教

育、文化、科技的投入。资本逐利性必然导致积累

过剩、资本闲置以及劳动力剩余等问题，资本又将

投入到下一次循环以化解危机。哈维的三次资本

循环理论能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的转变联系起

来，能将地理与历史联系起来，为本文分析大遗址

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王新文等[14]分析了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价

值取向、空间实践、文化资本化、空间资本化特征，并

总结了大遗址区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吴冲等[33]从

宏观角度分析了西安地区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

过程，认为资本投入空间实践、生产方式转变、空间

权力影响到大遗址区社会变迁。基于以上学者对

大遗址区社会发展过程的探讨，并结合调研了解的

大遗址区发展实际情况，初步判断大遗址区体现出

三次资本循环特征。第一次资本循环通常在展示

利用初期，资本积累有限，部分村庄实施种植结构

调整，将遗址观光与农业产出相结合，体现农业商

品化特征；也有村庄进行旅游工艺品制作，这一阶

段资本投入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过程，即哈维所

说的“空间中的生产”阶段。生产过剩后，部分村庄

进行房屋、停车场、市场、门面、摊位建设，以商业、

餐饮、住宿等生产活动方式自我经营或者出租。资

本投入带来空间价值的提升，房屋或土地租赁也可

能成为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带来居民生计模式

的多样化，是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如果建成环境

没有在较短时间内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出去，就会阻

碍资本积累，资本将转向文化服务投资，进入第三

次循环阶段。文化、旅游服务业成为这一地区再生

产的主要形式，部分居民可能通过参加相关职业技

能培训后从事旅游服务，部分村庄甚至成立集体性

质旅游公司。可以看出，资本循环理论能够对大遗

址区社会经济发展大致作出合理性解释，证明了该

理论在大遗址区的普遍适用性(图2)。

1.2 分析框架

空间生产理论诞生的初衷是为了转变传统的

“社会—空间”二元对立分析传统，认为存在联系社

会再生产与空间再生产的“第三空间”[34]。空间生产

理论中国化研究中，有些研究将三元空间划分为物

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21]，还有划分为物质环

境、权力结构、社会关系[35-36]，也有研究提出被感知

的空间、被构想或规划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36]。

由于该理论概念化、抽象化的原因造成三元空间的

具体指代尚无统一标准。无论是哪种角度对三元

分析框架的理解，其核心思想都是在于建构真实与

想象、具体与抽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结合大遗址区实际情况，将其理论体系中生活

的空间(l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

实践的空间(spatial practice)三元一体辩证分析法进

一步具化(图 3)。实践的空间被定义为生产与再生

产中外部的物质环境[36]，本文中指由于生产方式调

整或区域功能演替的内在需求而对外部环境进行

的改造，如土地利用、景观环境等的变化，体现大遗

图1 大遗址区空间生产的特殊性

Fig.1 Uniqueness of space production in Great Relics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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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区“人地关系”的转变。构想的空间是概念化的

空间想象，是受到支配的空间[34]。“资本支配下的空

间生产把一切要素纳入生产体系，极大提升了生产

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产生广泛的社会交往进

而造就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36]”。本文从资本视角

出发，将构想的空间定义为资本支配下社会生产关

系的调整，体现大遗址区“人—人关系”。生活的空

间是使用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空间”的

综合辩证，是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综合，本文

通过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对应逻辑进行揭示。

分析文物保护框架下大遗址区生产方式转变中的

资本增殖逻辑，从社会劳动空间分工的时空视角进

一步揭示“空间不均衡发展”的成因。在此基础上，

总结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特征。这一分析框架

将大遗址区“自上而下”决策调控和“自下而上”的

行动者空间响应相结合，内涵上体现了“时间、空间

和社会”的辩证研究体系。

1.3 案例地选取与资料来源

基于区域影响力强、展示利用模式多、开发利

用时序长 3方面考虑，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秦始皇

陵大遗址区可作为一处典型案例地进行研究。首

先，秦始皇陵是中国帝王陵中规模最大、埋藏物最

丰富的陵园遗址，也是展示利用相对成熟的大遗

址，2018 年接待量突破 858 万人次，具有较强的区

域影响力，对周边村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其

次，大遗址陵园区与从葬区采取不同的保护利用模

式，2007年前分属不同管理机构。从葬区建设兵马

俑博物馆进行展示利用，受陕西省文物局直接管

理；陵园区采取遗址公园模式展示利用，由秦始皇

陵旅游开发公司负责建设与经营。2007年两景区

经营权统一移交陕西省文物局直属单位秦陵管理

处，不同的展示利用模式对周边村庄社会空间演变

产生了差异化影响。最后，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实施

展示利用的大遗址，其周边地区村庄社会空间演变

具有完整的时间序列，能够提供充分完整的研究资

料数据。

本文选取秦始皇陵所在的秦陵街办各行政村

为研究对象(图 4)，探究其社会空间分异与演变规

律。数据主要来源于村委资料及半结构式访谈。

资料收集主要包括村史资料、村庄家庭经营统计、

企业统计等。2018年5月9—30日课题组赴秦陵街

办进行调研，选取 129位不同职业的居民进行半结

构式访谈，其中餐饮、住宿经营者24人，旅游纪念品

销售者 13人，文物复制厂员工 14人，手工艺制作 8

人，专职农户 25人，果品物流商 10人，村庄导游 13

人，房东18人，文管工作者4人，访谈内容涉及日常

工作、业务往来以及从业经历等方面。分别对 9个

村庄的主要领导进行访谈，了解村庄人口及产业

图3 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

Fig.3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in Great Relics Areas

图2 大遗址区三次资本循环

Fig.2 Three capital circuts of Great Relics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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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情况，以此形成本文探讨的主要材料与

依据。

2 秦始皇陵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特征

从物质环境变化、居民社会关系变迁、资本循

环累积 3个方面对案例地社会空间生产进行解析。

大遗址区物质环境变化体现人—地关系变化规律，

其本质是生产方式的调整与空间功能演替。大遗

址区居民社会关系演变，体现人—人关系变化，是

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资本循环累积从生产方式

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角度解析社会—空间的辩证关

系，进而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规律特征。

2.1 大遗址区物质环境变化特征

2.1.1 聚落景观与功能日趋多样化与差异化

秦始皇陵大遗址区最初是典型的关中农业生

产区，村庄聚落是纯粹的生活性空间。由于旅游开

发导致村庄聚落空间演变为 3种类型(表 1)。① 王

俭村、下和村属于第一种类型。20世纪 70年代兵

马俑博物馆建设征用王俭村、下和村7 hm2耕地，此

后伴随考古发掘与旅游发展，又多次征用村庄耕

地。耕地减少造成农业生产回报降低，产生剩余劳

动力，居民开始从事旅游纪念品制售，大量文物复

制厂出现在聚落周边，聚落空间作为消费资料的生

产场所存在，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90年代起兵

马俑游客激增，居民出资改造农宅用以经营餐饮住

宿、农家乐，村集体陆续修建摊位、市场、戏台、停车

场等设施以适应旅游发展。村庄资本投入环境建

设，以利于旅游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是第二次

资本循环阶段。当前王俭村、下和村有集体性质摊

位 220处(已拆除)、戏台 1处(已拆除)、停车场 6处、

商铺2900 m2。② 杨家村、毛家村、秦陵村属第二种

类型，这些村庄邻近旅游公路，以临潼石榴为基础

的果品加工企业在道路沿线聚集，村庄承担果品加

工生产职能，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2006年秦唐

大道通车后，村庄资本投入堆场、停车场、道路建设

以改善投资环境，吸纳物流、包装、批发商来村投

资，体现第二次资本循环特征。③ 既远离博物馆又

远离旅游路的鱼池村、孙马村、上陈村维持原有粮

食种植生产方式不变，村庄聚落也未发生较大转变

(图5)。

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旅游开发既赋予了传统

图5 秦始皇陵周边村庄聚落景观差异

Fig.5 Differences in landscape of villages around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area

表1 秦始皇陵遗址区村庄聚落物质环境转变特征

Tab.1 Spatial evolution of villages in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area

聚落物质环境变化特征

村庄旅游服务设施用地增加，体现景观符号化特征

村庄仓储、物流用地比例增加

物质景观无明显变化

聚落空间职能的转变

手工艺品制作与旅游接待

农产品包装、加工、物流

无明显变化

邻近的要素

兵马俑博物馆

旅游公路

无

村庄名称

王俭村、下和村

秦陵村、杨家村、毛家村

鱼池村、孙马村、上陈村

图4 秦始皇陵周边环境与村庄分布

Fig.4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village distribution

of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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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农产品商品特征，也提升了其交换价值，村

庄聚落由原本单一的居住功能衍生出旅游纪念品

生产、土特产加工职能。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文

化价值外溢提升了村庄空间潜在价值，居民进行环

境整治、建筑美化、农宅扩建、道路修建，以促进空

间资本化进程。由于文物保护制度对建筑高度、面

积、体量等有严格的限制，在有限的空间资源用量

前提下，农宅的居住与商业功能混合，体现出对空

间资源的利用强度提升。空间功能的复合与环境

质量的提升是促进大遗址区空间资本增殖的2种途

径。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投资重点在服务、培训与

教育，因此对物质空间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

2.1.2 村庄农业种植结构由南北统一到南北差异

20世纪70年代当地居民响应中央“抓革命、促

生产”的号召而广泛种植粮食，地表景观以小麦、玉

米等粮食作物为主。秦始皇陵遗址区农业景观在

空间上呈现“南北产粮”的特征，大遗址北部地区位

于渭河阶地，土壤肥沃、粮食产量高且种植面积广；

南部地区多为骊山洪积扇砂石地，不利于粮食生

产，因此粮食种植面积小、荒地多。90年代伊始，兵

马俑旅游的兴起为临潼石榴、柿子的“搭便车”式推

广创造了条件，大幅提升果品的销量与售价。受此

影响，90年代中期南部的秦陵村、杨家村广泛种植

石榴、柿子，而 2015年秦陵村石榴种植率更是达到

100%。虽然遗址区南部村庄种植结构发生转变，

但北部地区孙马村、鱼池村、上陈村农业生产方式

无显著变化，形成“北产粮、南种果”的农业景观格

局(图6)。

“那边(遗址区北边)地好，这边都是砂石地，种

小麦不打粮食……保护区不能打井浇地，好在这地

适合种石榴，可以靠天吃饭。”(杨家村村干部，2018
年5月16日)

空间种植结构调整实质上是文化资源对农产

品的溢出效应与文物保护制度共同导致的空间响

应。首先，由于大遗址展示利用为临潼石榴、柿子

注入文化附加值，促进农业商品化发展。其次，文

物保护制度对灌溉、打井、施用化肥等农业生产行

为进行了严格控制，遗址区南部的洪积扇砂石地

适宜石榴生长，可以不需灌溉做到“靠天吃饭”。

因此石榴的种植既协调了农业生产与文物保护的

矛盾，也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的资本回报率，种植

结构的转变是文物保护制度与资本增殖共同作用

的结果。

2.2 大遗址区居民社会关系演变特征

资本投入转变了村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到居

民生产关系转变。部分村庄为适应旅游发展而调

整聚落用地与景观环境，称之为“旅游服务型村

庄”，该类型村庄包括王俭、下和 2村。部分村庄由

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引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发

生转变，称之为“种植结构调整型村庄”，该类型村

庄包括秦陵村、杨家村、毛家村。鱼池村、村马村、

上陈村则一直以粮食生产为主，生产生活方式未发

生明显转变。

2.2.1 旅游服务型村庄居民与外来户抱团合作

由于保护区限制工程机械使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博物馆建设中将挖方取土工作承包给王俭、下

和生产大队。博物馆建成后，允许村民在博物馆内

打零工作为补偿。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居民受雇

于当地的文物复制厂、加工厂、博物馆，居民与博物

馆、村庄企业是雇佣合作关系。90年代起村庄发展

进入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这一时期兵马俑旅游热

潮兴起，630 多人迁入王俭、下和 2 村从事文物复

制、餐饮、住宿业务，当时外来人口占比达21%。当

地居民为外来人口提供空间资源获取回报，本地居

民与外来经营户形成房屋租赁关系，村庄空间由本

地村民使用变为外来人员和本地村民共同使用。

2000年后进入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由于当时管理

政策没有及时规制导致市场无序发展，使得该阶段

社会关系经历了 2个发展时期。发展前期，2村约

80多户家庭购买轿车或中巴作为生产工具，挂靠旅

图6 2018年秦始皇陵周边土地利用

Fig.6 Land-use status around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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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从事导游、包车服务，并给外来经营户介绍客

源，收取提成，从事导游业务居民近200人。这一时

期当地居民成为社会网络核心，与游客、外来经营

户、旅行社存在大量业务往来。但村庄非正规就业

导致其与文物旅游部门矛盾激化。发展后期，政府

于2007年起规范兵马俑旅游市场，对村庄旅游业造

成了一定冲击。当前 2村仅有 70多位持证上岗的

合法导游；两景区合并成立国家遗址公园后外聘专

业后勤保洁公司，当地居民与博物馆合作也就此终

结。房屋租赁、农家乐经营成为了居民仅有的收入

来源，再生产过程中更加依赖于外来经营户。2006

年兵马俑馆前商业街建成开放，KFC、星巴克等集

团性质餐饮公司进入该区域，对外来经营户也造成

一定冲击。商业街每月 180元/m2的高额租金也让

外来经营户望而却步，村庄相对廉价的出租房仍然

是其首选。本地居民与外来经营户“抱团取暖”，其

利益关系更加紧密(图7)。

“你看村委会后面的小学，90年代坐满了学生，

教室都不够用，大部分都是家长做生意带来的，你

能想到当时有多少外地人吧，这些人仅衣食住行就

带来多少收入……现在(人少了)学校都合并到街办

了。”(王俭村村干部，2018年5月10日)

“之前村里野导游、开黑车的很多，几乎三四户

人家中就有一个人干导游的，干这活还不是因为没

有地种了……以前(干导游)和饭馆都有协定，拉来

了人就有提成。现在？政府早不让干了。”(从事过

导游工作的下和村某村民，2018年5月14日)

生产方式调整必然催生新的生产关系，也反映

出投资、阶层和利益关系的变化。第一次资本循环

阶段是文化商品化过程，村庄为消费资料生产提供

场所与剩余劳动，居民在与企业、景区雇佣合作中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遗址开

发带来遗址区空间资本化，居民投资空间资源开

发，与外来经营户产生房屋租赁合作关系。第三次

资本循环阶段体现文化资本化特征，居民投资车辆

与技能培训，开展导游、包车业务，居民与旅行社、

经营户之间产生广泛的业务往来。

2.2.2 种植结构调整型村庄社会网络日趋开放

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文化溢出提升了临潼石

榴、火晶柿子等农产品交换价值，该类型村庄调整

种植结构并成立合作社，通过农业种植以及出售农

产品实现再生产。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以秦唐大

道通车为起点，“秦爱地”“绿诚果业”“秦果果业”等

10多家果品包装、加工企业陆续进入这一地区，村

庄资本投入村庄道路、堆场、仓库建设以进一步吸

引投资，本地居民与外来企业形成土地、场地租赁

关系。第三次资本循环，资本开始投入服务业领

域，村庄剩余劳动力为工人、司机提供餐饮与住宿

服务，村庄社会开放性逐步加强。随着农产品相关

企业进一步发展，近年来电商、物流等生产性服务

人员开始迁入。外来人口紧密嵌入该地区社会网

络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现有的社会空间。当地农户

与采购商、物流商的“产—供—销”纵向业缘关系更

加紧密(图8)。

“路边(秦唐大道)这些餐馆游客很少来，坐车直

接到兵马俑了，主要是在这干活的和货车司机来吃

图7 王俭村、下和村社会网络关系变化

Fig.7 Changes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 in Wangjian Village and Xia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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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工人、司机有时候就吃村上、住村上”(秦陵

村某餐馆老板，2018年5月24日)

第一次资本循环中，种植结构转变并未显著影

响到农业地缘社会网络。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由

于交通条件改善、外部资本注入引发村庄社会关系

根本性变革，一方面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间结成石

榴种植、加工、包装的纵向业缘关系，另一方面也产

生房屋土地租赁关系。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产业

链进一步延伸至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本地居民与

外来人员形成了更为稳固的社会网络。

2.3 大遗址区乡村资本循环累积过程

2.3.1 旅游服务型村庄资本积累

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由于土地生产资料被征

收而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居民制售毛头鞋、百家

衣等传统工艺品，或是受雇于文物复制厂，在消费

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完成初期资本积累。发展至 20

世纪90年代初已有46家私营文物复制厂、500多户

家庭制售传统手工艺品，生产严重过剩(表2)。在第

二次资本循环阶段，由于兵马俑客源市场逐步扩

大，吸引大量外来经营户租赁农宅从事旅游服务

业。村庄剩余资本投入农宅改造、扩建、景观提升

以提升地租、房租，通过空间资本化途径实现村庄

资本积累。90年代末期80%以上家庭已成为了“万

元户”，居民利用剩余资本购置车辆作为生产工具，

从事导游、包车业务实现资本积累。但2007年政府

规范兵马俑旅游市场后，当地居民难以再从事“野

导”、“黑车”、摆摊等工作。村委会组织居民从事合

法化、专业化的旅游服务业，出资让村民进行英语、

手工技能培训，村庄资本投入文化服务领域，体现

第三次资本循环特征。目前王俭、下和 2村开办以

旅游为特色的集体企业 11个，发展个体企业 40多

个，并有专门物业公司负责村庄店面经营，村庄发

展开始稳步提升。

“以前都是自己摸索，村里干啥的都有，后来政

府不让搞了，200个摊位基本拆完了，连文物复制也

关了好几家，说质量差，影响不好……只能做正规

化经营，专门花钱请老师来给教英语、教剪纸，也成

立了合作社……村上好多年轻娃也考了导游证”

(下和村村领导，2018年5月13日)

产品过剩、资本闲置以及劳动力剩余，将导致

资本投入下一次循环[30]，秦始皇陵遗址区村庄资本

积累方式转变符合这一规律。兵马俑建馆之初征

用大量村庄土地，产生大量剩余劳动，遗址开发促

进文化资本带动商业资本，村庄剩余资本、劳动投

入乡村手工业，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20世纪90

年代起大量外来人口租赁房屋从事经营活动，由于

乡村手工业生产过剩，剩余资本投入环境建设。这

一时期文化价值外溢产生空间资本，村民对租金回

图8 杨家村、秦陵村社会网络关系变化

Fig.8 Changes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 in Yangjia Village and Qinling Village

表2 王俭村与下和村企业数量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rural enterprises in Wangjian

Village and Xiahe Village

门类

农林业

工业、建筑业

文物复制

旅游业

租赁与物业服务

20世纪

80年代

1

2

20

0

0

20世纪

90年代

0

5

46

0

0

2000年

0

5

46

4

1

2010年

0

3

32

10

2

2018年

0

3

32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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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期望越来越高，村庄环境与房屋的破败拉低了

实际租金而产生租隙[37]，降低空间资本回报率。当

租隙扩大到一定程度后，村庄资本投入建筑环境改

造以提升实际地租减少租隙(图9)，进入第二次资本

循环阶段。由于文物保护框架对大遗址区建设容

量的控制，造成空间资本回报的有限性。因此，90

年代末村庄资本开始投入文化旅游服务，居民购置

车辆从事导游、包车业务，村集体组织居民外语培

训、手工艺培训，进入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

2.3.2 种植结构调整型村庄资本积累

20 世纪 90 年代起这类村庄开始种植石榴、柿

子，旅游发展促进农业商品化进程，加快了村庄资

本积累速度，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2006年秦唐

大道的开通改善了遗址区南部交通条件，果品采购

商、物流商、包装厂陆续进入这一地区，文化资本带

动空间资本，土地、房屋租赁成为村庄资本积累途

径。村集体出资进行土地平整、道路、堆场、仓库、

停车场建设，资本投入空间建设以创造一个利于生

产、流通、交换的环境，是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此

后，电商的进入以及大量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涌现，

标致着该地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

“后来各家都种石榴，根本卖不上价，卖给游客

的数量也不多。旅游专线修好后，搞收购的、包纸

箱的、做礼盒的都来了……现在也有好多人搞网

售，石榴早就供不应求”(杨家村某村民)

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文化价值外溢提升了当

地石榴、柿子售价，加之当地石榴种植也不需精耕

细作，减少了生产时间，产生剩余劳动力。可以说

种植结构调整既提升了资本积累速率，也满足文物

保护要求，这一阶段农业商品化特征显现，体现第

一次资本循环特征。种植结构大面积调整导致农

产品生产过剩，剩余资本开始投入道路、堆场、仓库

等物质环境建设，以吸纳批发商、物流商投资，促进

农产品销售，村庄依靠土地流转与房屋租赁带来的

物业性收入逐步提升，体现第二次资本循环特征。

此后，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产生，为工人、

司机提供服务的餐饮、住宿、娱乐业出现在秦唐大

道两侧，体现第三次资本循环特征。

3 秦始皇陵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
资本逻辑

3.1 文物保护制度下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

生产方式调整与资本扩张，能最大限度促进资

本增殖，资本对最优区位选择性地投入，产生哈维

提出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现象。王俭村、下和村邻

近兵马俑博物馆，受征地影响产生大量剩余劳动

力，且村庄房屋、店面出租价格相对低廉、管理不

严，大幅节约生产、交易成本，能够吸引本地居民及

外来居民进行旅游服务业投资，转变了这一地区社

会结构。大遗址区南部村庄既远离客源地又位于

保护区内，农业生产受限的同时也不利于发展旅游

服务业，但其土质适宜石榴生长，能够靠天吃饭，种

植结构调整成为其发展方向。而交通条件改善进

一步吸引果品批发、包装、物流商进入，本地种植户

与外来经营户形成利益共同体。陵园周边展示利

用起步晚、影响力低，其周边地区乡村社会空间未

发生较大转变，但两景区合并后大量兵马俑游客向

这一地区分流，兵马俑周边经营户开始沿临马公路

向陵园区蔓延。可以说，文物保护制度下资本对最

优区位的选择是大遗址区社会空间分异的根本成

因(图10)。

3.2 资本增殖导致社会生产方式转变

资本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停顿的价值增殖，增殖

和扩张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三次资本循环理论为

资本的转移与流动提供了深层次的解释，大遗址区

村庄生产方式转变与社会关系变迁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视为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与转换的结

果。案例地村庄因其区位上靠近大遗址，既受到文

物保护框架限制，也受到旅游发展影响。遗址开发

征地将农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相分离，产生大量剩余

劳动。资本必然会消化劳动“盈余”，寻求劳动密集

生产方式[38]，但受限于当时严苛的户籍制度，劳动

力很难突破行政权力边界向其他地方流动，在本地

图9 大遗址区村庄租隙变化

Fig.9 Change of village rent gap in the Great Relic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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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成为最可能的方式。博物馆施工、旅游手工艺

品制作吸纳村庄剩余劳动力，实现资本积累。旅游

发展提升石榴文化附加值，引发南部地区村庄种植

结构调整，体现农业商品化特征。第一次资本循环

阶段资本投入消费资料生产以实现资本积累，大遗

址区村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并具有空间分异特

征。此后，石榴和旅游纪念品生产过剩，为化解危

机，资本开始投入环境建设，为生产和消费提供便

利。旅游服务型村庄进行农宅改造、景观美化、停

车场、摊位、市场建设，用以经营旅游服务或店面租

赁；种植结构调整型村庄进行道路、堆场、仓库建

设，以吸引果品批发商、物流商投资。第二次资本

循环阶段，房屋与土地租赁也成为村庄主要的收入

来源，通过空间的生产实现价值增殖。这一过程实

质就是资本对利益追逐在空间塑造中的体现，具有

空间资本化特征。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资本投入

文化服务以化解生产过剩的危机，居民投资车辆或

技能培训后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村集体成立旅游公

司，体现文化资本化特征。这一阶段的发展更加注

重社会性，为确保国家对文物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落

实，实施事企分开，撤销了秦始皇帝陵旅游开发公

司，将秦始皇陵开发运营权限移交陕西省文物局下

设单位秦陵管理处进行统一管理(图11)。

3.3 大遗址区政策措施对资本流动的干预

大遗址展示利用带来正外部性，大遗址区空间

生产主体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取向对空

间进行使用和改造，空间生产过程必然隐含着多方

利益主体的冲突矛盾(图 12)，因此需要政府制定政

策措施对遗址区村庄发展进行规范与引导。这些

政策措施包括为文物保护制定的管理制度、为提升

效率实施的政策措施、为协调利益冲突实施的政策

措施 3种类型。在第一类中，文物部门建立了一套

包含保护规划、保护措施、保护条例在内的相关规

定对大遗址区空间资本准入进行控制，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村庄发展权。在不同的资本循环阶段，文物

保护制度对资本流动控制不尽相同。第一次资本

循环阶段，文保制度对村庄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

工、农业控制。对农业生产打井、灌溉的限制决定

了村庄种植作物的耐旱性与强适应性；保护区对工

业与大型机械的限制，决定了村庄或企业资本只能

投入手工业生产；在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主要体

现在对建筑高度、面积等空间容积的限制，导致空

间资本回报较早达到边际收益拐点(图13)。第二类

是为提升效率实施的政策措施，主要发生在空间资

本化阶段。1998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做出《关于深

化旅游体制改革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决定》，对秦

始皇陵实施事企分开，将旅游收入、开发建设交由

兵马俑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这一改革既解决

了地方政府投资经费不足的问题，也由于景区大规

模开发促进了村庄空间资本价值提升，加快村庄发

展转型。第三类是为协调利益冲突实施的措施，主

要出现在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2007年起西安市

临潼区政府下“重拳”整治临潼旅游市场，成立了由

公安、工商、物价、旅游等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团

队，打击“野导”“黑车”等不文明旅游经营行为并拆

除了村庄违建摊位、铺面，迫使村庄资本投入村民

教育、培训等领域，成立村集体性质旅游公司、合作

社，进行合法化正规化经营。同时，陕西省人民政

府2007年出台《关于调整完善部分文物旅游景点管

理体制的通知》，将秦始皇陵经营权又移交给陕西

省文物局，以解决景区企业制经营所导致的公共

性、社会性的缺失的问题。

图10 区位因素产生的社会空间分异

Fig.10 Soc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caused by loca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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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在坚定文化自信、建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大遗址对外开放将成

为文物与旅游部门的工作重点。在文物保护框架

下满足大遗址区村庄经济社会发展诉求，解决大遗

址区发展中的空间不均衡问题，成为大遗址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难题，本文通过对秦陵大遗址区村庄社

图13 大遗址区空间资本边际收益倒U曲线

Fig.13 Inverted-U curve of marginal revenue of capital

in the Great Relics Area图12 大遗址区利益相关者矛盾与竞争关系

Fig.12 Conflicts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in the Great Relics Area

图11 大遗址区资本增殖内在逻辑

Fig.11 The internal logic of capital increment in the Great Relic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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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空间生产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文物保护制度下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

产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

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

已开发遗址点距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

投入导致秦陵大遗址区村庄向旅游服务、种植结构

调整等方面转型。

(2) 资本增殖性促使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从而

导致了社会结构演变。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生产过

剩、资本闲置以及劳动力剩余等危机，引发资本投

入逐步向旅游商品生产、空间资源开发、旅游服务

投入以化解危机，从而引发乡村居民生产方式的

变革。

(3) 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流动的干预是社

会空间演变的外部影响。大遗址区乡村生产方式

转变的同时，很可能产生文物保护与村庄发展的矛

盾冲突，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在不同资本循环阶

段中村庄农业与手工业、空间建设、文化旅游产业

不同程度地受到文物保护制度约束，村庄将调整资

本投入领域以适应各种限制框架。

受文物保护制度约束，当前大遗址区村庄存在

普遍性的贫困问题 [27]。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大遗址区村庄发展转型具有现实紧迫性。

秦始皇陵大遗址区作为文保制度约束下村庄自主

发展的成功脱贫案例，其经验值得其他大遗址区借

鉴与参考。首先，大遗址区村庄尽管邻近文物资

源，但文物保护制度对各村庄限制条件不同，各村

庄发展的资源与区位条件也不同，应因地制宜制定

差异化发展策略，避免一刀切地搞“乡村旅游”造成

同质化竞争。其次，在明确大遗址区乡村当前所处

发展阶段前提下，做到不保守、不冒进，适时制定调

整资本准入制度，引导投资向旅游商品、空间产品、

文化服务转移，避免生产过剩或大拆大建造成资源

浪费。最后，征地补偿尽量做到政策补偿为主、货

币补偿为辅，避免对居民采取“掠夺式”“边缘化”的

开发模式，还居民以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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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a Great Relics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of Harvey:

A case of Qin Shihuang Mausoleum

WU Chong1, ZHU Haixia1*, PENG Bangwen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As more than 80% of the sites in the list of China's Great Relics Sites are located in suburban or rural

areas, relics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rural social space around the heritage

areas.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took the heritage area of Qin Shihuang Mausoleum as a case study area and used

questionnaire, face- to- face interview, field survey, and other method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around the area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study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space binary

opposition analysis and constructed the society-space dialectical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David Harvey's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to explore the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of society and

space in the countryside around the heritage area of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low of capital to the optimal location result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ocial

space in the study are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raffic conditions, constraints of

protection zones,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developed heritage sites, the selective investment of capital has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ocial space in the heritage area. 2)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production

mode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in the heritage are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rural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in the relics area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positive

extern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capital flow to adjust the rural production mode, thereby

affect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3) The government policy to the restriction of capital access in the heritage area is

an external factor. The vulnerability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heritage area determines that the government's strong

intervention must be guaranteed in the process of display and uti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roduction

mode that may lea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governments, further affecting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production mode.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ural social

space in the heritage area is a process of dynamic evolution and spiral rise. Only by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reasonabl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rket and rural community can we guarante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heritage area.

Keywords: social space; space production; capital circuit; Great Relics; Qin Shihuang Mausol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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